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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

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

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

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

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

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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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学科，其研究

对象，是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历史编纂演进的

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书体裁的丰富性及其不

同功能、史家的历史思想和再现客观历史的能力，

以及编纂技巧和叙事成就等。事实证明，从事这

一领域的研究必须跳出目录学、文献学的局限，不

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特别需要加强哲

理层面的思考，通过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

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

当前，更要重视通过创造性阐释，努力揭示历代史

学名著中体现的中国精神、蕴涵的中国智慧，增强

“文化自信”，并向世界各国推介。这就需要凭借

创新观念和研究方法，大力拓展，把这一领域的研

究向前推进。本文着重从方法论层面谈四点

认识。

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阶段的特征与对

后世产生的影响紧密联系起来，恰当评价

最早史学经典的重要价值

最早产生的史学名著，其内容和形式都势必

处于朴略阶段，但其中蕴涵着中国史学的基本特

征和创造精神，经过长期发展，由涓涓细流壮大为

滔滔江河。先秦时期是传统史学创始和奠基阶

段，尽管处于创始之初，这一阶段却取得了两项重

要成就，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中国最早的史学经典——《尚书》的

产生。相传《尚书》经过孔子的删定。刘知幾则

说，“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

典”[1]，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追记。

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

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

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项，恰恰以“原典”的形式

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特点。首先，它开创

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这正是《礼记·

经解》所概括的：“疏通知远，《书》教也。”[2]“疏通”

是指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是指要追溯

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因此，《尚书》不仅是上古

政治文献的汇集，而其更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有史

以来的第一部信史，也是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

历史的见证。司马迁开创的通史编纂即由此发展

而来。其次，在历史观上，《尚书》总结出“以史为

鉴”的重要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

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认识必须“以史为鉴”、以民

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变化。殷商

时期迷信天命，《西伯戡黎》中记载有殷纣王在众

叛亲离的情况下，仍然执迷于天命的典型言论：

“我生不有命在天。”[3]而原先强大的殷朝灭亡、弱

小的周朝兴起这一历史巨变却深刻教育了周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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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他们认识到天命不可信，得民心才能得天

命，这就是在《尚书》记载周初史事的各篇中强烈

地贯穿于其中的“殷鉴”思想。《酒诰》篇中周公说：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殷商因纵乐、虐民而

灭亡，难道不是最大的鉴戒吗？《召诰》篇中，召公

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5]，郑

重地告诫周朝要认真总结夏和殷灭亡的教训。《尚

书》中总结的以前代灭亡为教训的思想有重大进

步意义，钱穆称此为“周公精神”[6]。“殷鉴”观念影

响极其深远，后世司马迁、司马光分别总结的“原

始察终，见盛观衰”[7]3319思想，“关国家盛衰，系生民

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8]，都是对此的直接继

承。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强调以历史为镜子，总结

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恰恰证明《尚书》所总结的“殷

鉴”思想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再从编纂方法言，

《尚书》创立了记言体，后来编纂成的史学名著《国

语》《贞观政要》都明显地受到《尚书》的影响。尤

应注意的是，《尚书》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这在

《金縢》《顾命》两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是按事件

发生、展开、结束为线索。两篇分别围绕武王病

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

之，成王病重，临终嘱托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康

王的线索，记载西周初年的大事。这两篇叙述完

整、条理井然，重要的细节也交代得很清楚。完整

记述历史事件是著史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历史编

纂学创始之初，《尚书》中这种“纪事本末法”的创

意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南宋袁枢著《通鉴纪事本

末》，由此正式产生了“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

传体并称为三大主要史书体裁。清代章学诚更从

理论上阐述了纪事本末法的重要价值，称：“因事

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决断去

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9]38，并提出“仍

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10]672，作为改革历史编纂

的方向。这是《尚书》重要价值的明证，也是中华

民族先人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在最早的史学经典

的生动体现。

《春秋》是另一部最早史学经典，产生于春秋

末年，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而修成。

全书文字极为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记载 242年
史事只用了约 1.5万字，但对其价值绝不能低估，

因为《春秋》创造了好几项“第一”：一是第一部编

年体史书，由此为起点以后逐步发展，到北宋由司

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二是第一

部体现以“史义”为统帅的史书，极重视运用褒贬

手法，“别嫌疑，明是非”[7]3297，“贤贤贱不肖”[7]3297，表

达作者的政治主张，寄托其社会理想。因此《孟

子·离娄》篇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

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1]这个重“义”，影响

特别深远，被后世史学名家司马迁、司马光等大大

发展。故梁启超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

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12]当然褒贬的著述方法有

局限性，有时评判不当，甚至造成对史实的掩盖或

歪曲，但不可否认，史学经世的传统是由《春秋》开

创的。三是第一部私人纂修的史著。鲁国国史原

本由官府封存于宫禁之地，现在经孔子修成而向

社会公开，并由孔子作为教授学生的课程，史学知

识由此传播到民间。这一意义极其重大，故章太

炎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之事，

粲然著明”[13]。《春秋》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由此产生

了分别从史事对它作解释的《左传》，和主要从史

义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春秋》和

三传合在一起合称“春秋经传”，宛如一个史学家

族，其成就堪称中国历史编纂学创始和奠基时期

形成的一个高峰。《左传》无论是在记载全中国范

围历史，突出春秋史主干，总结大国盛衰历史经

验、历史叙事技巧，还是再现重大历史场面和刻画

人物，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因而大

大推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公羊传》阐释《春

秋》的史义，归纳为“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

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

以后董仲舒推进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

三世说，何休更发展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

世”的“三世”历史观。直至晚清，“公羊三世说”成

为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思想桥梁。

以上分析证明，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

特点与对后世的影响联系起来，才能更恰当地认

识古代名著所具有的特质和宝贵价值。

二、确立整体观念，提升理论层次，深入总结

史学经典所蕴涵的深邃哲理和高度审美

价值

中国史学名著是卓越史学思想和体裁运用高

度审美价值二者的统一。历史编纂学史本质上也

是思想史，史著体现的历史洞察力、布局的安排、

史实的剪裁、体裁体例的运用，都是由史家的历史

编纂思想所决定的，换言之，编纂特点和成就是编

纂思想的外化，尤其是传统史学中杰出的鸿篇巨

制。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进行评论就必须努力

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达到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分

析能力和艺术家的鉴赏力，才能恰当地总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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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魄力和匠心。譬如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

记》，自班彪父子以下，历代学者都大加赞誉，若论

评语最为精当者，则应归于清代学者赵翼所言：

“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14]。用今天的话来说，

“全史”就是指达到全方位、多层面再现历史，“极

则”就是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典范。如说司马迁

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做

到五体各司其用，而又互相配合补充。做这样的

评论固然正确，但似尚未将这位“中国史学之父”

的著史神韵表达出来。司马迁的卓越之处，是在

观察角度和再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维历史视野，实

现了多角度、立体式著史的目标，这才为后人树立

了“著史之极则”。

司马迁创造的五体配合，从史家的历史观察

力来分析，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

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一是时间

维度；二是人物活动维度；三是典章制度和社会情

状维度。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

件的发生、演变和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时间是记

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联贯事件的发生与始

末。《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

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

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

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

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

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

史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最后，制度的沿革

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

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多维

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

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

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正是由于《史

记》在著史格局上的重大成功，而确立了其著史楷

模的地位。提高理论层次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司马迁创立“五体结合”著史体系，取

得巨大成功的实质，就是运用多维历史视野，是他

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

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15]。这一成功，更

加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司

马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著史的方法影响极为

深远，直至 20世纪初梁启超及其后几代学人，都深

受启发，探索如何编纂新型的中国通史。

具有极高价值的内容，要有恰当、令人喜闻乐

见的形式来展现，二者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结合，

这是事物普遍规律。《史记》正是这样，内容上，史

识卓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多层面

记载客观历史，而在形式上，五体有机结合，组织

周密有序，体例严谨，处处运用匠心，因而又具有

极高的审美价值，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这里以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为例

证。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

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

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伯夷列

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即大有讲究。写列传必

须有人物的活动可以记述，伯夷、叔齐即为商周时

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

孔子的表彰。还有，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

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若伯夷、叔齐，可

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

报施善人，其何如哉？”[16]因此，《伯夷列传》被置于

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

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

“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

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

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

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

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

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

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

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

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

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

传》等。

特别是被置于结尾的《太史公自序》，从历史

编纂学的角度看，更是关于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

作，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它包含了三

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

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论述了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

想和临终嘱托，要求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志愿，记

载“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7]3295的

功业，这些正是《史记》这部巨著产生的由来。二

是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表明他尊儒的态

度，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三是作为

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的撰

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

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7]3319，

“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7]3320。

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

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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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

部不朽巨著，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

前的成就。他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

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

则不知所如往”[17]的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对

《史记》体例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使

之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确立整体观念，能让我们更加认识《史记》是

如何较好地达到内容与形式二者的统一，这是其

一。其二，这一项，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继

承、重革新、重包容、重和谐的文化基因。对此深

入地进行总结，不仅十分有利于拓展历史编纂学

研究，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

的认识。

三、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克服片面之见，

彰显史学名著的独特光彩

关于“历史主义”，列宁有精辟的论述：“在分

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

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

这同中国学者所主张的“知人论世”、对古代人物

和学说予以“同情之了解”，指向完全契合，即：研

究古代人物的际遇、思想和著作，必须放在当时当

地的环境下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否则就会造成评价失当甚至歪曲。对《汉书》的评

价即为典型例证。

《史记》与《汉书》本来同为传统史学的楷模，

历代学者多马班并举。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论

著出现贬低《汉书》的倾向，人为地将马班对立起

来。这些正是离开了当时历史条件，违背“知人论

世”原则而造成的误判。实际上，尽管班固有其时

代局限，其才华和气魄也不及司马迁，但在总体

上，《汉书》却自觉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

传统而取得出色成就。《史记》《汉书》是双峰并峙，

同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

力的证据，如：继承了纪传体多角度、多层次记载

历史的宏大格局，同时首创“断代为史”，使《史记》

著成之后长期只能零篇续作、修修补补而出现的

大难题得以解决，《汉书》创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

长期连续记载得以实现；“十志”的著成，使典制体

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体现了“通古今”的思

想，新创的《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4
篇志对于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都有重要作

用，《刑法志》揭露刑狱严酷，残害百姓，很有进步

意义；具有洞察历史变局的卓识，对于西汉藩国问

题、武帝晚年改悔实行政策转变、昭宣中兴局面的

出现、西汉晚期的衰亡等重要历史变局都作重点

记载并有中肯评论；体例严谨，记述翔实生动，不

少篇章堪与《史记》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这些

杰出的成就，也是与东汉初年国力兴盛的时代环

境分不开的。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因此《汉书》列传中的

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应特别提

到，在集中记述重要人物的专传中，如《张骞传》

《苏武传》《霍光传》《赵充国传》等，借人物写了历

史大关节点，张骞通西域、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

在百般威胁利诱、困苦磨难面前表现出了坚贞不

屈的崇高民族气节，霍光辅政为昭宣中兴创造条

件，赵充国为安定西北少数民族做出重大贡献。

还有《魏相丙吉传》，写两位贤臣全力辅佐宣帝保

持强盛局面。这些篇章都难能可贵地做到结合重

大历史事件，成功表现出人物的卓识、韬略、毅力

和气度，因而成为历代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班固苦心经营，为地位、性格、气质相

近、功业相当的多位人物撰写合传，写出其事迹、

品行、胸怀，而特别寄意于借此写出时代的风气和

社会状况演变的特点。《隽疏于薛平彭传》《王贡两

龚鲍传》两篇合传，大力表彰隽不疑、疏广、贡禹、

彭宣等由儒学进身，而能清廉自守、不恋权位、犯

颜直谏的“清节之士”。班固又以非凡的史识撰成

《匡张孔马传》，贬斥匡衡、张禹一类以儒学装潢门

面、登上高位，而实则贪婪自私、阿附媚从的伪善

人物，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篇章的重要史

学价值在于，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行事，证明儒学

盛行之后，滋养了一批体现民族文化精华、气节高

尚的人物，同时又有一些贪鄙的庸才以诵习经书

作为向上爬的手段，成为尸位素餐、不顾民生疾苦

的禄利之徒。这些因儒学而进高位的人物，生性

虚伪鄙陋、自私贪婪，其行为劣迹斑斑，侵夺百姓、

祸害国家。匡衡在元帝时任丞相，却连年冒收四

百顷田租，当郡县官员发现事情蹊跷查问时，匡衡

竟布置亲信下属施压掩盖，知法犯法，“专地盗土

以自益”[19]。张禹在成帝时任丞相，却奢侈淫乐，虚

伪欺蒙，当时吏民纷纷上书对王氏兄弟擅权误国

表示责问时，张禹却颠倒黑白，诬称吏民“乱道误

人”[20]。孔光在哀帝时任丞相，马宫在平帝时任大

司徒，却都对王莽阿谀曲从，成为其打击政敌、陷

害忠良、篡夺政权的工具。这篇《匡张孔马传》合

起来，有力地表明班固有过人的历史洞察力，及时

总结出儒学成为士人进身之阶会造成一批志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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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禄利之徒，贻误国家，并且形成对照，加强了

表彰廉直之士、贬斥伪善人物的作用。在此，班固

总结了“独尊儒术”以后社会现实和学术风尚形成

的两种趋向，揭示出了社会的本质性问题。与此

密切联系的是，班固在《儒林传》中指出，汉儒传经

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热衷支离破碎的解说，“一

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21]。这样任意

附会、凭空臆说，必然引人误入歧途。所以用百余

万言来解释一部经典的烦琐笺注，早就被历史淘

汰，毫不可惜。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

发儒学真谛、继承早期儒家本色的良臣贤士，与利

欲熏心的俗儒及专搞烦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

楚。这对我们今天在反思儒学演进的历史时候，

如何做到把历史上以经邦济世、弘扬儒学真义的

正直儒家人物，与口称仁义而一心投机钻营的伪

善者，及惯于琐屑饾饤、不明世务的章句小儒分开

来，做辩证地具体分析，使之互不掩盖、互不混淆，

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班固撰写列传，其内在的旨趣，是要结

合传记写出国家治理的情形、社会状况和学术风

尚，按照这样的“知人论世”“同情之了解”的态度

和方法深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史识的宏

远和著史技巧之高明，更加体会《史记》《汉书》同

为楷模的崇高价值。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汉

书》“传记”中还有不少成功之作值得我们深入发

掘和评价，如《元后传》《王莽传》等。

贯彻“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方法，我们就

可以更坚定地确立《史记》《汉书》双峰并峙、同为

传统史学优秀楷模的认识。诚如刘节先生所言：

“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与班固，真是要大书特

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

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

且用光华灿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很值得纪念

的事。”[22]几十年前讲的这段话，正是体现了“历史

主义”的眼光，至今读来，不仅感到评论精当，而且

极其亲切有味，确能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

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比较研究的功能是通过对比，更好地显示研

究对象的特点，激发灵感，推进科学研究。运用比

较研究方法，有助于总结和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

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预示学术演进的

新前景。对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宝贵价值的认

识，便是很好的例证。

章学诚生活在考证学大盛的乾嘉时期。与周

围人士群趋于细小的具体问题考证迥然不同，他

治学特别重视宏观大局和演进的趋势，强调自得

之见、别识心裁。《文史通义》命名所揭示的治学宗

旨便是打通“文”“史”两大领域，要从整个的学术

史、文化史范围考察；治学务必求“通”，贯通古今

上下，打通各个具体学术门类，反对拘守于一隅，

力戒烦琐考证的不良风气；特别倡导以“史义”即

思想、观点做统帅，探求本质性问题，要达到具有

哲理意义的高度，以此作为治学的方向。他对历

史编纂学的卓见，集中体现于书中《书教》《释通》

《申郑》《史篇别录例议》《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等篇中。

章学诚自觉继承自孔子、司马迁以来形成的

优良传统，同时重视革新创造。其理论要点是：一

是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三千年史学的演变。

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

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

“范围千古、牢笼百家”[23]，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

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

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

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

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所长。”所以能

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

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

为史例的奴隶。“人至千名，卷盈数百”[24]426，“溃败决

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

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

止！”[10]672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

变的主要趋势，更指出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

的所在[25]。二是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既然

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酿成灾难性的局面，因此

亟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开创新局，探求历史编纂

的新路。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

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

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他

在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的同时，又中肯地指

出纪传体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

贯”[24]427，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历史事件和趋势

本来复杂，而到了正史编纂的末流，修史者难以驾

驭，官修制度更严重地限制了史家表达独到见识，

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

成为如“胥吏之簿书”[9]37。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

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其次，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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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

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

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

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章学诚是第一个对这些重

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

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

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

也。”[9]38“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

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

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9]39这是章学诚

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

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

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

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

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

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

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

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

新路。

这些主张是传统史学后期的重要理论成果，

突出体现了章氏立意高远及使命精神，正为当日

时代条件下所迫切需要。因为，乾隆末年正是清

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又正处于近代社会的

前夜，时代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发展观点和革新精

神，历史编纂也亟须开拓新局，撰成能够适应近代

社会需要的新著，帮助推动社会前进。章炳麟 20
世纪初年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他从章学诚主

张中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吸收纪事本末体长处，使

记载能显示历史大势，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26]。

章炳麟极少表扬人，却高度评价了章学诚。

而要正确评价章学诚思想的时代价值和革新

勇气，就需要拿当日考证学营垒人物的观点来作

一比较。最具有比较意义的是乾隆年间修成的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它撰写了传统史学

各类著作的提要，也浓缩了关于各部著作编纂特

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专论历史编纂学的成果，恰与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观点具有可比性。四库馆乃

是当日考证学家的大本营，《史部总叙》代表的正

是考证学家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特点和现状的认

识。在其总叙中便提出，贯穿于整个作史和读史，

都必须以考证史实为主旨，强调“此作史之资考证

也”“此读史之资考证也”[27]397，离开考证史实，既不

能作史，也不能读史，故考证是第一位的工作。

《史记》在史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

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史

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

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

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间博士”，一称“宣帝时为

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

说法，引了《汉书》、张晏、刘知幾诸家说法，最后提

出“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

《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全书则仍迁

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尝删去十余万

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

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

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27]397-398。全篇《史

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

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

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

之高明、发愤著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

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长二倍

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

当[28]。对于《史记》这样一部气魄宏伟的巨著，对其

杰出的史学思想、高度的编纂学成就、生动感人的

叙事才能和深远的影响等，竟一概避而不谈，讲到

的都是枝节问题的考辨，无关宏旨。篇中对于《汉

书》《资治通鉴》及众多史著的评论也大体如此。

整篇提要中更找不到对历史编纂演进历程的反

思、对面临困难局面的清醒认识和解决办法。

章学诚对史学优良传统的深刻总结和植根于

此而对改革方向的探索，其价值和意义不是更加

清楚了吗？上述各项与他的理论主张相比照，更

加凸显了章氏的开阔视野和使命担当精神，章学

诚对综合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而创立新体裁

的大胆设想，自 20世纪初以来被几代优秀史家所

继承、发展。其对发挥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

拘常格、灵活变化、以明历史演进大势的观点所产

生的影响，也从此后魏源著《圣武记》、夏燮著《中

西纪事》、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梁启超著《戊戌

政变记》《欧洲战役史论》等成功之作中明显地得

到证实。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中国历

史编纂学的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

力，以及章学诚在乾嘉时期的特立独行精神和远

大目光。而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也更能显示出

发掘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

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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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史学相比较，历史编纂应为中国史学最为

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这里有极其丰富的矿

藏，其中蕴藏着中华文化无比宝贵的特质和优良

传统，从中能够发掘、总结出大量成功经验和非凡

智慧，用以激发当今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推进

现代化大业。本文所着重阐发的贯彻发展观点、

确立整体观念、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

用比较研究法四项，还亟须推而广之。笔者更热

切地期望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在学术观念和研

究方法上有更多的创新，从而使历史编纂学这门

新生学科更加繁花似锦，放射出夺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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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Expanding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Research

CHEN Qitai
Abstrac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a discipline under construction. The key to expand the research of thisfield is not to simply regard it as a technical issue, but to urgently strengthe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it andto seriously summarize the fine tradition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deeply exploring the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classical works. At present, the following four effec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shouldbe deeply explored in particular: first, to relevantly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period and thelater ver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carrying out the view on development; second, to deeply summarize the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nd high aesthetic value implied in the historical classical works with establishing the viewon holism; third, to overcome prejudices through carrying out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historicism”;forth, to interpret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essentials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face of historical changesby means of comparative methods.
Key words reflections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ook of Han; General Delin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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